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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 （1103—1162），字渔仲，

自号溪西遗民，宋兴化军莆田 （今

属福建） 人，世称“夹漈先生”，宋

代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生平不

以科举为务，刻苦力学 30 年，著述

宏富，今存有 《夹漈遗稿》《尔雅

注》 等数种，以晚年所撰 《通志》

最负盛名。宋高宗赵构对郑樵说：

“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

家，何相见之晚耶？”郑樵非常注重

实学，他的一生，正是“敷陈古

学，重视实学”精神的写照。

盖三间茅屋专心读书

郑樵少年时资质颇高，有“神

童”之称，他从小就刻苦勤学，立

志读天下书，幼时不学犁锄，慨然

而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

他年少时就谢绝人事，闭门读书，

发出“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

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

此一生，则无遗恨”的宏大志向。

因此，他大量阅读，兴趣非常广

泛，对经旨、礼乐、文字、音韵、

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校勘目录

等学问都有深入的研究。

郑樵家书籍不多，为了读遍古

人之书，通达百家之学，他只要听

闻有藏书之家，就直接登门求书阅

读，不问对方是否同意，定把所有

书都读尽才离开。他注重运用目录

法和读书笔记，在博览群书之前，

先选择其中的精华，再进行仔细品

读，层层深入，反复思索。所以明

代内阁首辅陈循发出了“惟有莆田

郑夹漈，读尽天下八分书”的赞美。

后来，郑樵在莆田夹漈山上盖

了三间茅屋，命名为“夹漈草堂”，

用来专心读书。郑樵回忆道：“入山

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

远矣。”郑樵和从兄郑厚曾两次向枢

密院事宇文虚中联名上书，陈述为

国抗金的志向，但是没有受到重

视。于是，郑樵便将满腔的爱国热

情寓于笔耕之中，开启了他的修史

与著述生涯。正是因为郑樵拥有这

种爱国情怀和高远志向，才能够甘

愿忍受贫苦艰难的生活。

此后，郑樵提出了“会通”思

想，立志要会通古今天下的道理，

主张修书的根本，不可不根据仲

尼、司马迁的会通之法，延续了司

马迁的通史之风。他说：“天下之

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

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会”

是融会，“通”是通达，“会通”就

是指融会贯通天下之理与古今之

道，使之成为一体。正是在“会

通”思想的作用下，郑樵在修史与

撰述等方面都尽可能的追求广博与

通达，将古今道理与天下学问都融

合在他的“会通”思想学说之中，

真正做到了承前启后、历史与现实

的统一。

郑樵坚持“会通”思想，终成

一家之言。他认为史学家修史如果

仅根据一代的历史，就不能贯通前

代的历史；如果仅根据一部书来撰

述，就不能融会天下之书。所以后

代与前代的历史，就不能够前后因

循相依了。章学诚评价《通志》：独

取 3000 年来的遗文故册，运以别识

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

纬，成一家之言。郑樵在修史方

面，自始至终都抱持着远大理想与

志向，所以才能提出“会通”思想

而成一家之言。

向农民野老学习实
践经验

郑樵在修史的过程中非常注重

实学思想。他认为实学就是要以实

事求是的态度、通过实践的方式去

获得经世致用的学问与知识。郑樵

指出：“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

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

问。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他认

为不重视实学是自孔子以来学术界

普遍存在的问题。

郑樵认为“人情事理”可通过

自己的反复涵泳体悟获得，但是至

于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

木、虫鱼、鸟兽之名，如果不去研

究和学习，即使是思考千回万遍也

不能够认识它们。因此，他很注重

通过实践来丰富自然科学知识，通

过游历名山大川来丰富其地理知

识，显示出求真务实的实学思想。

例如，郑樵亲自实践以求真知，通

过向农民野老学习实践经验，到野

外去观察动植物的特点情性，又根

据 《步天歌》 来观察和目验天象，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获得了第一

手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物理与科学

入手，使他的学问更加扎实深入。

另外，郑樵还具有批判和创新

的态度。他认为义理之学尚攻击；

辞章之学务雕搜。这些都是从事于

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另外，

他提出 《诗》、《书》 可信，但不必

字字可信；经书既苟且，史书又荒

唐；如果求之经传，就会辗转生讹

等思想，表现出对古代经典和注释

持客观审慎的态度。郑樵还剖析批

判了史学界的褒贬之风，斥责其为

“妄说”“欺人”，并且反对天人感应

说，认为灾祥怪异之说是“妖学”

“欺天”。

郑樵不仅酷爱读书，也是一位

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学家。他拥有

大量的藏书，通过对图书的搜集、

典藏、分类、编目、校雠、考证、

文献研究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

出了“求书八法”“类例”等概念，

并对校雠学、目录学、图谱学、金

石学、分类法、天文学、地理学、

昆虫草木学等进行了大胆革新，集

中体现了郑樵的创新精神。

顾颉刚认为郑樵是中国历史上

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

极敏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

学问。郑樵一生藏书数千卷，著书

千卷，可谓是史学界和藏书学界的

大家，留下了大量的精神遗产。由

于他对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极高热

诚和巨大贡献，所以郑樵也被称为

我国图书馆学的奠基人。

朱熹慕名前来拜访

郑樵一生命运坎坷，亲人相继

过世。但是他笔耕不辍，孜孜不

倦。郑樵少年时不应科举，无心仕

进，三次被举孝廉，两次被举遗

逸，都被他辞掉了，可见他一生淡

泊功名利禄，潜心于修史著书，曾

几次向朝廷献书，并求到秘书省翻

阅书籍，为其修史著述做准备。在

被朝廷封官之后，郑樵因不附权

贵，屡遭弹劾。

宋代理学家朱熹曾慕名前来拜

访郑樵。郑樵以“豆腐、白盐、白

姜、荞头”这样极其简单的食物待

客，并与朱熹扺掌而谈了三天三

夜，朱熹钦佩于郑樵的博识多闻。

尽管食物粗劣，但是朱熹仍然很高

兴地说，此“四白”乃山珍海味齐

全也。

郑樵在 《夹漈遗稿》 中写道：

他在无论多么困难恶劣的环境中，

都没有虚度光阴、浪费时间，从未

中断写作，厨房中看不到烟火，但

是诵读记忆没有断绝过。如此一

般，经年累月，潜心于修史著述，

体现出郑樵锲而不舍、勤奋有恒的

精神，以实现他“成一家之言”的

目标。

秦桧当政时，下令严禁民间私

人修史，违者以罪论处。郑樵为了

完成 《通志》，在夹 漈 山居住 30

年，远离人世，一心修史，包括宰

相赵鼎、张浚等士大夫都十分器重

和敬仰郑樵。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年），宋高宗下诏命郑樵进呈 《通

志》，郑樵因积劳成疾在临安与世长

辞，享年约 59岁。

郑樵介绍《通志》说：“其书上

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

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郑樵

以淡泊名利的精神，勤奋不懈的追

求，走过 10 年访书、30 年著书的艰

苦历程，几十年如一日地刻苦读

书、潜心修史，最终完成了 《通

志》这部史学鸿篇。《通志》涉及诸

多知识学科领域，因此也被称为世

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并与杜

佑的 《通典》、马端临的 《文献通

考》并称“三通”。

梁启超高度评价郑樵的史学贡

献，“宋郑樵生，左 （左丘明）、马

（司马迁） 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

蹠，以作 《通志》，可谓豪杰之士

也”。史家中，“朱子前一点，最伟

大的是郑樵”。郑樵淡泊名利、潜心

修史的精神，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

财富。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

王朝。清朝前期逐步实现了对中原地

区与边疆及藩部地带的统一。乾隆二

十四年，清朝统一新疆全境，大一统

局面日益巩固，形成了“直省—藩

部”二元并存的疆域结构。一是在直

省地区大体实行府县制，由有一定任

期的流官治理；二是非直省体制的藩

部地带，“隶在舆图者，复以千万里

计”，清朝在藩部地带实行札萨克制、

驻藏大臣制、将军制等特殊体制，对

藩部地区实行差异化管理。藩部地区

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权，但“不论它

如何特殊，藩部与行省比较，都只能

认为是一国之内统一主权之下的两种

统治形式而已”，直省和藩部都是清朝

疆域的组成部分。

清朝在疆域范围内所实行的不同

治理模式兼顾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实

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对不同

地理环境、不同民族习俗、不同生产

方式、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差异化管

理问题，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保持中央

对藩部的威信、增强藩部对中央的向

心力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清朝这种边

疆治理体制也存在一些弊端，特别到

清末时日益凸显。

中央政府是否稳定
强大决定了对边疆及藩
部地带的治理效能

清朝实现对藩部的统一及对边疆

的稳定统治，其重要前提是中央自身

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与

经济力量”。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是边

疆和藩部地带稳定的保障。以清朝统

一青海蒙古为例，康熙三十六年，康

熙皇帝西征漠西蒙古准噶尔部，抵达

宁夏，距离青海不远。彼时清朝军威

正盛，康熙皇帝要求青海蒙古诸部来

朝，在清朝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的

影响下，“青海四姓厄鲁特诸台吉，愿

觐圣上”。此后，在康熙皇帝的安排

下，康熙三十六年底，青海蒙古部分

首领前赴北京朝觐康熙皇帝，康熙皇

帝赐予他们亲王、贝勒、贝子等爵

位。当年底，康熙皇帝邀请青海蒙古

首领在北京西山观看了八旗兵火器演

练。彼时枪炮齐发、炮声隆隆，观看

演练的青海蒙古首领深受触动，感叹

八旗“军威精严坚锐”。康熙皇帝通过

阅兵，在宴请、封赐之余，向青海蒙

古首领展示了清朝强大的军事实力，

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央的向心力。

乾隆十五年清朝平定西藏“朱尔

默特之乱”后，西藏呈现出一段时期

的稳定局面，这一稳定局面的达成，

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威信和对西藏地方

的财政支持。主要体现在：一是清朝

负责西藏僧俗官员津贴的供给。乾隆

二十二年，清廷规定西藏贵族，“俸

银、俸缎，均由户部径拨四川总督附

解该处”；二是盛世之下清朝可以随时

拨兵拨饷在西藏抵御外来侵略。如乾

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以“现在后藏

边境有廓尔喀与唐古忒因帐目滋扰之

事”，命派兵反击廓尔喀的侵略，并从

四川等省份调拨二百万饷银。

清末，清朝面临外国侵略和内部

动乱，财政危机较重，对西藏的管控

能力也随之下降。驻藏军队面临军饷

短绌问题，士气低落，清廷拨给西藏

僧俗官员的津贴也无法及时到位，造

成地方贵族对清廷的抱怨。光绪元年

云南发生“马嘉理案”，后英国强迫清

朝于光绪二年签订了不平等的 《中英

烟台条约》，其中包括允许英国派探路

队进入西藏，引起了西藏僧俗高层的

反对，也为其他侵略势力介入西藏创

造了条件。彼时沙俄乘机干涉西藏事

务，拉拢西藏高层，少数西藏贵族

“遂恃俄为外援”，以抗衡英国。此前

清朝对西藏的治理，多涉及中央同地

方的关系，只需处理好二者关系即

可。而清朝后期在治理西藏时不得不

面对更多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

外国侵略者的觊觎和介入，使得在西

藏地方形成了多种力量的角逐。

中央对地方是否驻
军关系到边疆及藩部地
带的稳定

驻军是清朝在边疆及藩部地区存

在感和实力的体现，驻军在平时可以

威慑离心和分裂势力，动乱时也可起

到平定叛乱、稳定地方的作用。清朝

对这些区域的治理，也因为驻军情况

的不同而带来不同的后果。总体来

说，驻军较多的地区相对稳定，驻军

较少的地区不甚稳定，完全不驻军的

地区最不稳定。

清代哈密地区的稳定离不开清朝

的大规模驻军。哈密是中原通往新疆

的通衢，也是南疆、北疆互通的交通

要道，因此清朝在哈密驻扎了大量军

队。新疆哈密维吾尔部众归附清朝最

早，哈密主动归附清朝，除了清朝统

治者正确的民族政策之外，也离不开

清朝强大的军事支撑。清朝在统一哈

密之后，将哈密视为出兵统一新疆的

桥头堡，在该区域驻扎了大量军队。

清朝在哈密的驻军，是哈密持续稳定

的重要原因。如雍正九年，有地方官

员怀疑哈密首领私下勾连敌人，但雍

正皇帝反驳道：“我之军力，能庇护哈

密，哈密自不为贼人所用。”在雍正皇

帝看来，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持藩部

对中央向心力的重要因素，而此后哈

密首领始终忠于清朝，印证了雍正皇

帝的判断。

未驻军或驻军过少也造成一定时

期内清朝西藏出现动荡。雍正五年，

后藏贵族康济鼐为前藏贵族阿尔布巴

所杀，西藏出现动荡。在西藏局势平

定之后，清朝委任后藏颇罗鼐作为清

朝管理西藏的助手，并在西藏设驻藏

大臣并驻扎绿营兵，以加强对西藏的

管理。乾隆四年，清朝晋封颇罗鼐为

多罗郡王，提高了颇罗鼐在西藏地方

的政治地位。颇罗鼐执政期间，对清

朝感恩戴德，配合中央在西藏施政，

但颇罗鼐去世后，承袭爵位的颇罗鼐

之子朱尔默特对清朝的忠诚度不如其

父，并试图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

藏王。

乾隆皇帝继位之后，未能将驻军

政策持续贯彻下去。乾隆初期，清朝

在西藏维持了约五百人的驻军。四川

总督策楞提到：“西藏原驻兵五百名

……兵止五百，然数年来安静无事，

未始不赖乎此。”在策楞看来，西藏地

方局势的稳定同清朝的驻军有着直接

关系。后来，乾隆皇帝同意朱尔默特

之请求，裁撤了在西藏的驻军，仅保

留了一百人的驻军，直接造成了驻藏

大臣对朱尔默特的约束力大大下降。

此后，清朝开始在西藏维持足够数量

的驻军，一直延续到清末。

民族之间是否交流
融合关系到边疆及藩部
地带稳定

纵观整个清朝，尽管长城日益残

破，很多百姓开始越过长城在藩部地

区繁衍生息，但直到清末财政危机

前，清朝大体将长城视为直省和藩部

的界限，管控两侧人民的自由交流。

如清前期规定：“无印票可验者，不许

私放出口。”同时清朝还限制藩部人员

进入直省的频率和人数。清朝这种双

向的阻隔政策，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

交流和融合，影响到了民族之间的相

互认知。由于双方生产生活方式上的

差异，使得长城附近的官员对藩部地

区有一种陌生感，他们对藩部地带同

中央的关系认识不清。

乾隆十八年，清朝早已实现了对

漠南蒙古诸部的统一，但由于长城界

限功能的存在，故直省绿营与蒙古人

因追捕马贼而产生矛盾时，长城附近

的直省绿营官竟将漠南蒙古察哈尔蒙

古人视为敌人，因此，乾隆皇帝严厉

批评了绿营官员，提到“察哈尔蒙古

本属我朝世仆，张家口外牧群现俱隶

之太仆寺，安设台汛，不过稽查出入

以防私越耳”。可见，尽管长城不是王

朝的边界，但由于清朝阻隔民族交

流，造成直省官员对“直省—藩部”

二元疆域结构下藩部为王朝一部分这

一现实的生疏，亦会影响藩部百姓对

中央的认同感。

相比在蒙古地区实行阻隔政策，

清朝在统一新疆后鼓励民众前往新疆

耕种定居。清朝为加强对新疆的治

理，除了派遣八旗兵和绿营兵赴新疆

驻扎生活外，还鼓励士兵携带家眷、

鼓励百姓前赴新疆北部定居。如乾隆

三十年，清朝“令将甘省与新疆接壤

居民，量其道路近便，迁移乌鲁木

齐，俾资生有借，旷土愈开”。大量民

人迁徙至新疆，为清朝统一新疆之初

的新疆开发作出了贡献。直省民人迁

入新疆同各民族交流融合，有助于边

疆地区的稳定。如同治时新疆被阿古

柏和沙俄所侵占，除了清朝驻扎在新

疆的经制兵外，移民至新疆的民人也

成为反抗侵略的重要力量，先后涌现

了徐学功、孔才等保卫新疆、抵抗侵

略的民团首领。

边疆及藩部地带的
体制需因地制宜更要因
时制宜

清朝的藩部地带如蒙古地区多实

行盟旗制，且掌旗官员大部分为各部

族的世官，具有相对自主的财权、人

事权。因此，相对而言，清朝对藩部

的掌控程度要低于直省。由于藩部在

某种程度上享有高度自治，因此从本

质上看，它与清朝“高度发达的中央

集权体制又是不相容的”。康熙三十

六 年 ， 哈 密 维 吾 尔 部 众 归 附 清 朝 ，

“其地始内属，授为札萨克一等达尔

汉，以旗编其所属，视各蒙古”。此

后，清朝一直在哈密实行札萨克制，

而哈密首领也一直忠于清朝，清末时

哈密一地曾是清朝收复新疆的大本

营，也是左宗棠的驻扎之地。光绪十

年，新疆建省，清朝在吐鲁番实行改

土归流，吐鲁番“旗属田赋，归县收

取”，但在哈密保留了札萨克旗，“惟

哈密则仍旧焉”，可见清朝对哈密维

吾尔首领的眷顾，但札萨克制的弊端

也日益显现。

清朝时，哈密札萨克的维吾尔首

领“所设官员，俱不支俸”，即哈密的

维吾尔官员薪俸由哈密首领自筹，而

哈密维吾尔部众为哈密首领的“属

民”，哈密首领对维吾尔部众有较强的

人身支配权。哈密首领可以自己决定

剥削程度，哈密维吾尔老百姓生活并

不富裕，甚至出现“家皆贫窭，不能

自给”的情形。鸦片战争之后，林则

徐谪戍新疆经过哈密时，即对哈密维

吾尔老百姓承受的严重剥削有所耳

闻，曾与哈密首领沟通，劝导其施行

善政。由于札萨克制下清朝地方官员

不便介入维吾尔部众内部的管理，故

这种剥削过重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

善，故此后哈密地区爆发了维吾尔百

姓反抗其首领的事件。光绪三十三

年，哈密地区维吾尔老百姓终于无法

忍受其首领的残酷剥削，“各持土砖，

将王府头门砌塞，意在逼迫回王改土

归流”（此处回王是指维吾尔首领）。

可知，在札萨克体制下，中央无法直

接管理藩部的普通民众，造成藩部首

领自治权过大，也会影响藩部百姓对

中央的认同。

清朝的中央政权是否稳定强大同

边疆及藩部地带的稳定密切相关；中

央政权驻军与否直接影响到这些区域

的稳定；而直省和藩部之间的政策在

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体现了

民族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性。清朝在疆

域范围内针对不同地区的历史和现

实，实行了不同的制度，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但在实行

差异化治理时，除了因地制宜，也应

因时制宜。否则，一些原本用以维护

大一统局面的特殊体制，反而可能成

为不稳定因素。


